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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开放、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徐紫嫣，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　 要：从服务业开放视角研究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仅从服务

业规模维度的开放未必对国民收入追赶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更应该注重开放质量和结构；新兴市场

国家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增加对国民收入追赶指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新兴市场国家提

升高技术服务进出口比重将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追赶指数；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通过提升全要素

生产率（ＴＦＰ）促进国民收入追赶。 因此，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既要强调扩大服务业开放对国民

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积极作用，更要重视优化服务业开放结构和提高服务业开放质量，
不断提升服务贸易中高技术服务进出口占比，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收入追赶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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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业演变规律，服务业

增加值占 ＧＤＰ 和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不断上

升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中上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

值占比普遍达到了 ７５％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强化

了这一趋势［１］。 经济服务化和服务全球化，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挑战更是机遇。 站在全球

视角看，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２００９ 年，世
界银行首次公布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为 ４４． ３３％ ，与沙特及印度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远低

于同期德国的 ６４． １１％ 、美国的 ７６． ３８％ 和日本的

７１． ５３％ 。 即便 ２０２１ 年达到了 ５３． ３％ ，还是远低于

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也

有一定差距［２］。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全面开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努力向高收入经济体迈

进，对世界经济格局及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迈向高收入经济体，跻身中

上等发达国家行列，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 但同

时也要正视发展和开放中可能的风险与挑战，深刻

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１００ 多个中等收入经济

体中，只有部分国家 （地区） 成长为高收入经济

体［３］。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已经是现代产

业体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没有服务业高质

量增长和高水平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和国民经济的成长和追赶［４］。
在世界经济体中，中等收入国家占有很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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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

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最通

常的路径选择。 但是，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从低收

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从中

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则需要较长的时

间［５］。 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以

后，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在中等收入区间徘徊不

前，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阶段，这一现象称之为“中
等收入陷阱” ①。 本文在借鉴 Ｗｏｏ “追赶指数”研究

的基础上［６］，利用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１９９５—
２０２０）对服务业开放和国民收入追赶的关系进行实

证检验，并就如何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和提高服务

业开放水平助力国民收入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从目前已有成果看，主要与三方面文献相关：一
是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划分标准的文献；
二是研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文献；三是研究

服务业发展、开放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系的文献。
１． 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划分标准的研究

人均国民收入（ＧＮＩ）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

的重要指标之一，世界银行据此把世界上不同国家

和地区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不同

发展水平的经济体［７］。 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每年

都会进行动态调整，每年发布的《数据统计手册》中
的标准是以两年前人均 ＧＮＩ 为标准。 比如，２０１５ 年

对全球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发达程度的划分，就是根

据 ２０１３ 年人均 ＧＮＩ 来计算的。 按照当年美元价格，
若人均 ＧＮＩ 小于 １ ０４５ 美元，则为低收入经济体；若
高于 １２ ７４６ 美元，则为高收入经济体；处于中间的

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由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各
国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以绝对收入水平衡量一

国收入水平并不准确。 基于此，Ｗｏｏ 把 ＰＰＰ 衡量的

一国人均 ＧＮＩ 与美国人均 ＧＮＩ 的比值定义为收入

追赶指数（ＣＵＩ），从而动态衡量一国收入状况［６］。
之所以选择与美国人均 ＧＮＩ 比较，是因为美国是世

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国家，而且是过去 ２００ 年经

济一直持续稳定增长。 把 ＣＵＩ 大于 ５５％ 的国家定

义为高收入经济体，小于 ２０％的国家为低收入经济

体，处于中间的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２．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的研究

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并非一成不变，受资源禀

赋、国内政策、社会稳定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一
些国家会由低（中等）收入迈入中等（高）收入经济

体，比如中国等。 但也有一些国家可能会从较高经

济发展水平跌落至较低发展水平，比如拉美的秘鲁、
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东南亚的菲律宾

等［８］。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

组的统计发现，１９６０ 年的 １０１ 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

区在 ２００８ 年只有 １３ 个迈入高收入经济体。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和 ７０ 年代，许多拉美和亚洲国家便已达

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始终徘徊不前。 １９６０—２００５
年，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债务危机以来拉美国家

人均收入与美国人均收入的相对比值处于不断下降

状态，经济增长较长时间停滞不前，跌入了中等收入

陷阱［９］。

①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０６）》最早提出了“中等收入

陷阱”概念并作了相应阐释。 这个报告认为，一个国家人均 ＧＤＰ 长

期徘徊在 ４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 美元，却不能突破 １２０００ 美元的关卡，从而无

法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原因较多。 基于国内

外相关研究，张德荣总结为收入差距、需求和产业结

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结构等几个方面［１０］。 高杰等

从社会建设滞后、转型失败、社会流动性不足、发展

模式缺陷和福利赶超等 ５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１１］。
赵秋运等认为我国曾经的赶超战略，使得资源要素

偏向于工业部门，产业结构被扭曲，从而对经济增长

产生负向影响［１２］。 郭金兴等实证结果倾向于证实

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制度、收入分配、教育和技

术创新是决定跨越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

因素［１３］。 杨高举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

可以通过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和技术

模仿或模仿创新来获得产品竞争优势，赢得部分国

际市场从而提高本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但随着收

入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格，技术模仿变

得比较困难，同时劳动力工资上升使得产品竞争优

势丧失，如果不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或不能变革僵化

的管理制度，很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１４］。 王效

云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发现，那些中等收入国家要顺

利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具备一些特殊条件，比
如政局比较稳定、市场竞争充分有序、人力资本素质

较高、收入分配制度相对公正公平、对外开放灵活有

序等。 当然，这只是基本条件，具备了这些条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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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并不意味着必将跨越，还需

要其他一些变量或因素［１５］。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和

变迁，１９５２—２０１７ 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代表

性国家是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失败的代表

性国家则是阿根廷等拉美国家［１６］。 中国能否像日

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一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还是有可能步阿根廷发展之后尘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 这是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

践议题。
３． 服务业发展、开放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姜文辉认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跨入中等收

入国家行列后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重要原

因就是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致力于发展高技术服务

业和扩大服务业开放，以此推动国内产业从资本密

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实现产业升级和保持经济持

续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１７］。 张建华等认

为，通过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业融合发展

和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关键之举。 他们选取 ４５ 个非石油出口型经济体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刻画世界服务业结构演化的

典型事实，构建了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

力资本供给的匹配模型，揭示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和

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视角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

理和跨越条件［１８］。 任皓等认为，大力发展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有利于提高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和促进经济

增长，并运用 ＥＣ３ＳＬＳ 方法，测算结果发现，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对于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弹性为 １． ２２，尤
其是低制造业结构、低收入水平的国家，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弹性更高［１９］。 他们

认为，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必须加快发展和引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提

升本国产业附加值，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强大动

能［１９］。 夏杰长等认为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的

短板，我国服务业开放度和开放水平都亟待提高。
为此，加快服务业开放力度，尤其是要扩大生产性服

务业开放，使之成为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最大 “红

利”、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因素和推动中

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力量［２０］。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经济体发展阶段划分和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研究比较多，在经济体不同

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和分析落入中等收入原因等方面

的研究比较深入，有较大贡献。 但从服务业开放视

角，尤其是从服务业开放结构视角来研究国民收入

追赶的文献非常少，即便有，也是定性描述居多，实
证分析几乎是空白。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阐
释了服务业开放，尤其是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对国民

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第二，提
出劳动生产率在服务业开放对国民收入追赶的影响

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对高技术服务进出口的重要性；
第三，从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出口和进口 ３ 个视角

刻画服务业开放及其结构，并实证检验服务业开放

水平和开放结构与国民收入追赶的关系，从提高服

务业开放水平和优化服务业开放结构视角，提出了

实现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

建议。

二、作用机制、数据变量和模型设定

１． 作用机制

从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过程来看，尤其是服务业

发达的国家经验显示，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结构合

理程度是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质量的重要体现。 提

升服务业开放水平必然要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在服

务业开放过程中注重对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引进，根
据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可知，对于新兴市场国

家而言，自身的资本投入和自主创新水平比较落后，
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使用

国外新的产品和设备，都更为省时省力［２１］。 而且，
通过进行有效的学习与模仿，可以更高效率地提高

技术应用与技术创新能力。 提高出口技术含量和附

加值、增强国际贸易竞争力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

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就是以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和集聚发展提升出口技术复杂

度，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又可以显著地促进中

国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成长和追赶，因此，
在优化服务贸易开放结构中也应该增加服务出口中

高技术服务贸易的比重［２２］。 通过引进知识密集型

服务业激活企业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促进产业之间要素配置结构的优

化，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与国民收入水平，这正是服务

业开放助力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

用机理。
２．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利用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１９９５—２０２０），采用跨

国数据，根据全球国家和地区的特征，选取了 ４２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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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３７ 个ＯＥＣＤ 国家以及１７ 个新兴市场国家，其
中 ＯＥＣＤ 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有重合国家。

借鉴 Ｗｏｏ 的“追赶指数” ［６］刻画一国国民收入追

赶，即一国人均 ＧＮＩ 与美国 ＧＮＩ 的比值。 但与 Ｗｏｏ
不同，本文并不以追赶指数的实际值对选取样本国家

进行经济发展水平的划分，而是视其为经济发展的不

同阶段。 代法涛使用 ＧＤＰ 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

分析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但一国向高收入

国家的追赶不仅取决于自身经济增长水平而且也取

决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２３］。 因此，使用追赶

指数作为收入追赶的代理变量既考虑了经济增长的

绝对水平，也考虑了一国和高收入经济体的相对增长

水平［２４］。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单位：％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ａｔｃｈ 追赶指数 １ ０７４ ５８． ９０ ２８． ７０ ５． ４８ １４９． ６０
ＳｅｒＧｄｐ 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 １ ０５９ ２６． ９０ ３８． ６０ ２． ０６ ２９７． ２０
ＳｅｒＴｒａｄｅ 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 １ ０５９ ２４． ６０ １３． ２０ ５． ２７ ８６． ３０
ＥｘｐＴｒａｄｅ 服务出口占贸易总额比重 １ ０５９ １３． ６０ ８． ３８ １． ９９ ４８． １０
ＥｘｐＥｘｐｏｒｔ 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１ ０５９ ２７． ６０ １７． １０ ３． ９２ ８９． ８０
ＥｘｐＨｉｇｈ 通信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 ８７２ ７． ２０ ８． ２７ ０． ２９ ５２． １０
ＩｍｐＴｒａｄｅ 服务进口占贸易总额比重 １ ０５９ １１． ００ ５． ６４ ３． ２８ ３９． ００
ＩｍｐＩｍｐｏｒｔ 服务进口占总进口比重 １ ０５９ ２２． ２０ １２． ００ ６． ６７ ８２． ２０

Ｆｄｉ 外国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 １ ０４３ ７． ６０ ２８． ４０ －５７． ６０ ４４９． １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１ ０８３ ２６． １７ ６． ７７ ９９． ８５ ４８． ０６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本形成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１ ０９２ ２４． ２０ ５． ５３ １． １６ ５４． ７０
Ｓａｖｅ 总储蓄占 ＧＤＰ 比重 １ ０４４ ２３． ８０ ７． ０２ ４． ６６ ５１． ８０

ＩｍｐＨｉｇｈ 通信计算机等服务占服务进口额的比重 １ ０３１ ３６． ４０ １４． ９０ ２． ３２ ７９． ８０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通货膨胀率 １ ０８４ ５． ８３ ３０． ０５ －９． ６７ ９１３． ２０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核心解释变量是服务业开放结构。 本文将从整

体、出口和进口 ３ 个视角来刻画服务业开放及其结

构。 整体方面，选取经济规模中服务贸易占比、贸易

规模中服务贸易占比刻画服务开放的整体水平，分
别用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的比重、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

的比重计算；出口方面，选取服务出口占贸易总额比

重、服务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服务出口中信

息和通信技术出口的占比；进口方面选取再次选取

３ 个指标，分别是服务进口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服务

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服务进口中信息和通信技

术进口占比。
控制变量主要选择影响一国经济结构、投资等

经济变量，包括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外国直

接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和 ＧＤＰ 比值、储蓄率，以及通

货膨胀率等。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 １。

３． 模型设定

使用面板回归模型，估计模型可设定如下：
Ｃａｔｃｈｉｔ ＝ α０ ＋ ｔ ＋ α１Ｘ ｉｔ ＋ α２Ｚ ｉｔ ＋ εｉｔ （１）

式中：Ｃａｔｃｈｉｔ为追赶指数；Ｘ ｉｔ为服务业开放和结构等

核心解释变量；Ｚ ｉｔ为投资、资本、通货膨胀率等控制

变量；α０、α１、α２ 为待估计参数；εｉｔ为扰动项； ｉ 为国

家；ｔ 为时间。
回归分析时，把服务业结构和服务业开放分别

控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进行了综合控制。 解决内

生性问题时，使用系统 ＧＭＭ 重估了模型。

三、实证结果

１． 全样本结果

表 ２ 为服务业开放与国民收入追赶的整体情

况，主要考察了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和服务贸易占

贸易总额比重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 表 ２ 的回归

结果表明，全样本下服务业开放对国民收入追赶呈

现显著负向效应，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每增加 １％ ，
国民收入追赶下降 ０． １３６％ ，贸易总额中服务业占

比增加 １％ ，国民收入追赶下降 ０． １５６％ 。 第（１）、
第（２）列采用样本是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 ２６ 年数据，不同

时段有不同的发展特征。 基于此，以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

融危 机 为 断 点， 把 数 据 分 为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 和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两个时间段。 第（３） ～ （５）列结果和

全时间段内的回归结果一致，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

和占贸易总额比重都没有促进国民收入追赶，但是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贸易总额总服务贸易占比对国民

收入追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 ２ 的回归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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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服务业开放与国民收入追赶：整体情况

解释变量
全样本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ｒＧｄｐ －０． １３６ ３∗∗∗ －０． ０９４ ２∗∗∗ －０． １４５ ８∗∗∗

（０． ０２０ ５） （０． ０２３ ２） （０． ０３５ ２）
ＳｅｒＴｒａｄｅ －０． １５６ ４∗∗∗ －０． ０９３ ６∗∗∗ ０． １２７ ３∗∗∗

（０． ０２６ ９） （０． ０２８ ７） （０． ０４８ 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１２９ ６ －０． ０９２ ０ ０． ５２０ ７∗∗ ０． ４６０ ５∗ －０． ２６０ ９ －０． ２６５ ４

（０． ２２５ ０） （０． ２３４ ０） （０． ２５９ ８） （０． ２６１ ６） （０． ２１２ ４） （０． ２１６ 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 ５４９ ５∗∗∗ ０． ７２６ ８∗∗∗ １． ０２３ ２∗∗∗ １． ０３７ １∗∗∗ ０． ６０９ ７∗∗∗ ０． ５８１ 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 １３０ １） （０． １４５ ６） （０． １４６ ４） （０． １３２ ９） （０． １３５ ９）
Ｓａｖｅ １． ６７９ ５∗∗∗ １． ６４２ ８∗∗∗ ０． ８５０ ２∗∗∗ ０． ８１６ ９∗∗∗ ０． ７８１ ５∗∗∗ ０． ７６４ ７∗∗∗

（０． １４４ ５） （０． １４５ ２） （０． １５９ ６） （０． １６０ １） （０． １５２ ８） （０． １５４ ６）
Ｆｄｉ ０． ０２２ ２ ０． ０２１ ９ ０． ０３３ ０∗∗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０２１ ５ ０． ０３０ １∗

（０． ０１５ ７） （０． ０１５ ９） （０． ０１６ 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 ０１６ １） （０． ０１６ １）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２９ ９∗∗ －０． ０３０ ８∗∗ ０． ００２ ９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４０８ ７∗∗∗ ０． ３６２ ４∗∗

（０． ０１３ １） （０． ０１３ ２） （０． ００９ ８）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１４５ ０） （０． １４６ １）
常数项 －１． ６７２ ８∗∗∗ －１． ６０６ ２∗∗∗ －１． ６４７ １∗∗∗ －１． ５７４ ４∗∗∗ －１． １１４ ７∗∗∗ －０． ６６９ ５∗∗∗

（０． ０７１ ３） （０． ０６８ ９） （０． ０９０ 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 ０７８ ６） （０． ０７８ ９）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８８ ９８８ ５２８ ５２８ ４６０ ４６０
Ｒ２ ０． ５７０ ２ ０． ５６５ ３ ０． ５２８ ６ ０． ５２２ ９ ０． ３４５ ５ ０． ３２８ ９

截面数 ４２ ４２ ４２ ４２ ４２ ４２
　 　 注：∗∗∗、∗∗、∗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 下同。

明，单纯追求服务贸易总量，并不一定能够促进国民

收入追赶。

表 ３　 服务业结构与国民收入追赶：分样本情况

解释变量
老牌发达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ｒＧｄｐ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０１７ １） （０． ０３７ ３）

Ｓｅｒ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５９ ９∗∗∗ ０． １３３ ４∗∗

（０． ０２１ ３） （０． ０５３ 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７２ ５７２ ４１６ ４１６
Ｒ２ ０． ５１５６ ０． ５２２ ８ ０． ７２８ ３ ０． ７３２ ９

截面数 ２５ ２５ １７ １７

２． 分样本结果

为进一步厘清服务贸易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国

民收入追赶的效应，把样本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和老

牌发达国家两个子样本。 其中，新兴市场国家有 １７
个样本，老牌发达国家有 ２５ 个样本。 表 ３ 给出了回

归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中服务贸易占比和贸易规模

中服务贸易占比对老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

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不同，对新兴市场国家国民收

入追赶的效应为正，而对老牌发达国家收入追赶效

应为负。 表 ３ 结果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总额

中服务贸易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有异质性效应。

进一步考察不同时段内贸易总额中服务贸易占

比对国民收入追赶的作用，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可
见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中贸易规模中服务贸

易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 ４　 新兴市场国家分时段情况

解释变量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ｒＧｄｐ －０． ０２３ ３ －０． ００５ ４
（０． ０４２ １） （０． ０５１ ２）

Ｓｅｒ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３６ ４ ０． ２７８ ７∗∗∗

（０． ０５３ ９） （０． ０７０ 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２９ ２２９ １８７ １８７
Ｒ２ ０． ６０２９ ０． ６３８ ０ ０． ６０５ １ ０． ６３２ １

截面数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７

３． 出口情况

根据贸易的构成，服务贸易可以分为服务进口

和服务出口。 表 ５ 为服务出口的 ３ 个指标对国民收

入追赶的效应：服务出口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服务出

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服务出口中通信服务出

口的比重。 第（１）、第（２）列结果显示，服务出口占

贸易总额比重、服务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对国民收

入追赶的效应显著为负，而服务出口中通信服务出

口占比的效应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只有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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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出口才能有效促进国民收入追赶。 第（４）、
第（５）列结果进一步表明，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总
出口中服务出口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效应虽然为

负，但不显著。 第（６）列表明，对新兴市场国家而

言，高技术服务出口有助于国民收入追赶。
表 ５　 服务业出口结构与国民收入追赶

解释变量
全部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ｘｐＴｒａｄｅ －０． １６２ ８∗∗∗ －０． ０３１ ７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３５ ０）

Ｅｘｐ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１８１ ６∗∗∗ －０． ０４７ ４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０３６ ７）

ＥｘｐＨｉｇｈ ０． ０３４ ４∗∗∗ ０． ０５５ ４∗∗∗

（０． ００８ ６） （０． ０１３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８８ ９８８ ８４８ ４１６ ４１６ ３５９
Ｒ２ ０． ５７７ ２ ０． ５８３ ８ ０． ５７９ １ ０． ７２８ ９ ０． ７２９ ５ ０． ７６２ ０

截面数 ４２ ４２ ４２ １７ １７ １７

４． 进口情况

表 ６ 为服务进口对国民收入追赶的影响。
第（１） ～ （３）列结果表明，贸易总额中服务进口占比

和总进口中服务进口占比都不利于国民收入追赶，
而高技术服务进口的效应不显著。 对新兴市场国家

而言，总进口中服务进口占比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效

应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服务

进口有助于国民收入追赶。
表 ６　 服务进口结构与国民收入追赶

解释变量
全部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ｍｐ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６５ ２∗∗ ０． ２４７ １∗∗∗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０４７ ２）
Ｉｍｐ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０４７ ４∗ ０． ２６２ ６∗∗∗

（０． ０２６ １） （０． ０４７ ２）
ＩｍｐＨｉｇｈ －０． ００７ ５ ０． １０５ ５∗∗∗

（０． ０１８ ３） （０． ０２８ 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８８ ９８８ ９６０ ４１６ ４１６ ４０８
Ｒ２ ０． ５５２ ５ ０． ５５１ ０ ０． ５４７ ５ ０． ７４７ ０ ０． ７４９ ３ ０． ７３５ ２

截面数 ４２ ４２ ４２ １７ １７ １７

５． 稳健性检验

（１）变量替换

表 ２ ～ ６ 的回归分析中采用 ＰＰＰ 法测度国民收

入追赶指数，下面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使用图集法

测度的国民收入追赶指数，同时还增加了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城市化率等控制变量。 表 ７ 的回归结果

与表 ２、表 ３ 一致，说明在不同方法下测度的国民收

入追赶系数不会影响回归结果。
表 ７　 服务贸易与国民收入追赶：指标重估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新兴市场国家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ｒＧｄｐ －０． ４４６ ７∗∗∗ －０． ２１７ 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 ０５２ ８）
ＳｅｒＴｒａｄｅ －０． ３９３ ５∗∗∗ ０． １９８ ５∗∗

（０． ０４４ ４） （０． ０７７ 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８３ ９８３ ４１２ ４１２
Ｒ２ ０． ６４２ ２ ０． ６００ ０ ０． ８００ ４ ０． ７９４ ８

截面数 ４２ ４２ １７ １７

（２）内生性讨论

分析中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即国民收入水平越

高越可能促进服务贸易。 为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引入服务贸易指标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一

方面，服务贸易具有序列相关性，即与解释变量高度

相关；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滞后项指数比国民收入追

赶指数提前一年，满足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性。 综

上，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表 ８ 的回归

结果与表 ２、表 ３ 基本一致。 此外，还使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重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具体效应和影响

方向与以上结果相似。 也就是说，表 ２ ～ ７ 的回归结

果是可信稳健的。
表 ８　 服务贸易与国民收入追赶：工具变量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新兴市场国家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ｒＧｄｐ －０． １６０ ２∗∗∗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２３ ２） （０． ０４３ ７）

ＳｅｒＴｒａｄｅ －０． ２１０ ６∗∗∗ ０． １３１ ８∗∗

（０． ０３１ ３） （０． ０６６ 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５５ ９５５ ４０４ ４０４
Ｒ２ ０． ５８２ ８ ０． ５７６ ２ ０． ７４０ ７ ０． ７４４ ４

截面数 ４２ ４２ １７ １７

（３）机制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生产率提升是服务贸

易影响国民收入追赶的重要路径。 基于此，把模型

（１）重新设定为

Ｃａｔｃｈｉｔ ＝ α０ ＋ ｔ ＋ β０ＥＴＦＰ ＋ β１ＥＴＦＰＸ ｉｔ ＋
α１Ｘ ｉｔ ＋ α２Ｚ ｉｔ ＋ εｉ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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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ＥＴＦＰ为全要素生产率；β０、β１为待估计参数。
表 ９ 为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效应，发现 ＴＦＰ 对国

民收入追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和 ＴＦＰ 的交叉项表明，全样本中服务贸易没有

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国民收入追赶。 但对

于新兴市场国家，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通过提升

ＴＦＰ 显著地促进了国民收入追赶，这与表 ３ 中服务

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对国民收入追赶的正向效应相对

应。 同样地，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和 ＴＦＰ 交

叉项的回归系数虽然不显著，但分别对全样本国家

和新兴市场国家效应不同。 这与表 ２、表 ３ 的回归

结果一致。
表 ９　 生产率的机制作用分析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新兴市场国家

（１） （２） （３） （４）
ＥＴＦＰ ０． ４９３ １∗∗∗ ０． ４６１ ４∗∗∗ ０． ５４６ ６∗∗∗ ０． ４９７ ９∗∗∗

（０． ０１８ ７） （０． ０２５ ８） （０． ０３４ １） （０． ０５１ ９）
ＳｅｒＧｄｐ ０． １００ １ －０． １１９ ３

（０． ０６２ ９） （０． １０９ ９）
ＥＴＦＰＳｅｒＧｄｐ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２７ 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 ０１１ ９）
Ｓｅｒ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４４ ７ －０． １７９ ５

（０． １２４ ７） （０． ２５２ ５）
ＥＴＦＰＳｅｒＴｒａｄｅ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２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８８ ９８８ ４１６ ４１６
Ｒ２ ０． ８５１ ５ ０． ８４４ ８ ０． ８８８ ２ ０． ８７８ ９

截面数 ４２ ４２ １７ １７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１． 结论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开放对

一国国民收入追赶的影响。 借鉴 Ｗｏｏ 提出的收入

追赶指数，从服务业开放及开放结构的视角实证分

析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第
一，仅从服务业规模维度的开放未必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更应该重视服务业开放质量和结构；第二，新
兴市场国家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提高对国民

收入追赶指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新兴市场

国家提升对高技术服务的进出口比重将有利于促进

国民收入追赶指数；第四，服务贸易占 ＧＤＰ 比重通

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国民收入追赶。 因此，我
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既要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重

视扩大服务业开放对国民收入追赶和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的促进作用，更要注意优化服务业的开放结构

和提高服务业的开放质量，不断提升服务贸易中高

技术服务进出口占比，尤其要重视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对国民收入追赶的作用。
２． 政策建议

（１）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为扩

大服务业开放夯实基础

本国的服务业发展如果很弱小，就不可能大规

模开放或全面开放。 本国服务业体量足够大且质量

较高，才有可能更大力度开放服务业，才能抵御服务

业开放可能的冲击或风险。 我国服务业大而不强，
服务业附加值比较低，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

端。 要扭转这种状态，必须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发

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激励服务业有效竞争，打
破服务业管制，释放市场主体活力，降低相关交易成

本，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 二是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

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作用，力争通过

创新发展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我国数

字经济增加值、企业数量、就业数量、线上市场配置

资源数量几乎与传统经济并驾齐驱。 数字经济的发

展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网络化、平台化和智能化。 抓

住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机遇，不断创新服务业发展的

新领域、新业态和新模式。 数字经济推动了服务业

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但数字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

衡的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城乡数字鸿沟等问题比

较突出。 未来，我们要更加关注数字经济的普惠发

展，合理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特定

人群定向财政扶持的力度，让数字经济阳光普照城

乡大地［２４］。 重视传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就

业的结构性冲击，遏制数字平台垄断行为，明确平台

经济发展的“红绿灯”，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

加强平台经济的监管和治理，力求监管规范和促进

发展两不误［２５］。
（２）积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服务

业开放质量

服务业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受到国内市场

发育程度和政策设计影响，也受到复杂的国际环境

影响。 制定服务业开放战略和政策，必须全面权衡

其收益、成本和潜在风险，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产
业安全等因素放在第一位，充分估量社会和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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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能力，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遵循“两步走”的

时序安排。 第一步，放松对服务市场的直接管制，基
本开放服务产品市场，大幅降低服务产品的非关税

壁垒；加快开放服务要素市场，加快清理无形产品贸

易壁垒和投资进入壁垒；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营
造更加开放、更加便利化的投资经营环境，全面推进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 第二步，更大幅度放宽服务

业市场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除关系到国

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服务行业，原则上不设准入限

制，金融保险、商务服务、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在保

障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前提下，要按照国民

待遇原则积极有序开放。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

则制定和营造友善宽松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国际

资本进入中国服务业市场。 同时，鼓励中国服务业

企业“走出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服务业市场竞

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世界品牌的服务业企

业集团［２６］。
（３）优化服务业开放结构，防范服务业开放的

潜在风险

我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劳动密集型服

务业有很大优势。 但是，我们不可能长期依靠输出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是要致

力于优化服务业出口结构和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
力争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

额。 同时，要注重优化服务业进口结构，主要是增加

高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进口，通过更多引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来

激活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此外，要加强对进口先进

技术的学习转化能力，推动引进的知识和密集型服

务业与国内现代制造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对提升现代制造业竞争力的积极作用，
夯实国民收入追赶的产业基础［２２］。 实施服务业开

放战略，必须把控好服务业开放的潜在风险，做好服

务业开放的风险监管与精准应对。 服务业门类众

多，有些领域比较敏感，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比如金融、电信等重要领域的扩大开放，必须提前做

好潜在风险评估和有效监管，避免出现影响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的事件发生。
（４）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优化服务贸易行业

结构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服务业进出口

总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服务贸易结构也在

不断优化，传统服务贸易比重明显下降，知识密集型

服务贸易占比快速上升。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

务业管制的逐渐放松，全球服务贸易迎来了快速发

展的新机遇。 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贸易强国，就必

须加快弥补服务贸易这块短板，不断壮大服务贸易

规模、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和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方式。
一是加强管理和有效协调。 服务贸易的本质是服务

业进出口，但服务产业分属各个行业管理部门，商务

部门虽然是服务贸易综合协调部门，但从这几年的

运行实践看，协调难度很大，服务贸易发展难以形成

合力，各自为政的现象普遍存在。 因此，要强化服务

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相关部门的

协调配合。 二是逐渐降低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推动

取消或放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为扩大服务业

开放奠定制度基础，引导服务业企业更大范围更有

活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三是优化服务贸易行业结

构。 对旅游、运输和劳务工程承包等传统服务贸易，
我们依然要高度重视，不能轻易丢掉比较优势，但更

要重视对传统贸易数字化改造升级，寻找新发展动

能，着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提高服务业进出

口的技术知识含量，增强服务业出口附加值。 还要

注重培育特色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比如：推进文化

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健康发展、加
快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等。

（５）构建更加有利于扩大服务业开放的营商

环境

服务业外商投资者进入中国，中国服务业企业

“走出去”，是服务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坚持

服务业双向开放和对等开放、实现“引进来”和“走
出去”并举发展。 服务要素能否规范有序流动，一
个基本前提就是构建国际化、法制化、规范化和透明

化的营商规则。 优化服务业发展的营商环境，是服

务业吸引外资的基本条件，是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和

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服务业创新

发展和对外开放，不可避免涉及现有企业的既得利

益和创新组织者的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我们适时引

导社会氛围，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加快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推进签证便利化，健全境外专业人才流动机

制，营造有利于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氛围与环境。 凡

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要向外资

和社会资本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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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形成服务业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当前，数字经

济和数字贸易正在蓬勃发展，我们要全力构建与我

国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相适应、与我国数

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数字营商环

境，确保服务业创新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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